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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互联网使用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影响的比较研究 

——基于信任的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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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 a.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b.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年的数据，利用有序 probit模型，考察了城乡居民的互联网使

用频率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影响的差异性以及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对于农村居民而言，

由于政治信任的中介效应，互联网使用频率的增高带来了更高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相较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

的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其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城市居民互联网使用频率并不影响其政

治信任和社会信任。提出政府应努力提高农村居民媒介素养，从源头上加强对互联网的信息管理，努力提高城乡

居民的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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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food safety risks percep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 trust-based median effec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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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2017 China Social Survey (CSS) data,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use frequency on the food safety risks perceived by consumer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political trust and social trust with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political trust, the higher internet usage frequency of rural residents had brought higher food safety risk 
perception. However, the internet usage frequency of urban residents had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food safety risk 
perception, mainly because the internet usage frequency did not affect political and social trust for urban residents. To 
sum up, in the management of food safety risks perceived subjectively by residents, it is better to take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urban-rural differences based on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political trust and social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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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据 2012—2017 年《小康》杂志与清华大学媒
介实验室的调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已连续 6
年成为中国全面小康进程中最受关注的焦点问题；

更有坊间传言，“吃荤的怕激素，吃素的怕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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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饮料怕色素，能吃什么心中没数”，这些都反映

了居民主观感受的高食品安全风险。已有研究发

现，食品安全风险兼具客观实在性和主观建构性的

综合特征[1]。在实际生活中，居民往往因夸大自身

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而形成恐慌心理, 扰乱正常的
社会生活秩序。可见，居民主观感知的食品安全风

险可能比风险本身更具危害性，因此，对居民感知

的食品安全风险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制定有效的

风险沟通方案，而且有助于指导政府部门和企业进

行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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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影响个体风险感知因素的研究主要从

心理测量、文化理论和社会理论三个视角展开。从

心理测量视角开展的研究大多认为，影响风险感知

的三个潜在因子为居民对相关产品的熟悉程度、对

风险的恐惧和风险的威胁范围[2,3]。在此基础上，有

研究进一步发现影响居民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

因素还包括“控制程度”和“政府失职”[4,5]。文化

理论认为，风险在本质上是由社会构建的，因人们

所坚持的世界观而异，而信任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因此，Wildavsky 等认为影响人们风险
感知的并不是对该风险的了解程度，而是对机构的

信任和信息的可信性[6]。风险感知的社会理论认为，

在决定风险感知的多个要素中，社会因素可能比生

理和心理因素更重要[7]。在研究视野上，社会理论

将政府的管制、政策机构、专家、媒体的作用和看

法也纳入到了影响个体风险感知的因素之中。刘飞

从社会理论的视角进行了研究，发现健康主义的身

体观、专家之间观点的差异以及媒体霸权的存在等

都加剧了中产阶级对食品安全风险的高度焦虑[8]。

有学者综合研究了中国情境下心理测量视角、文化

理论视角和社会理论视角中的部分因素对居民感

知食品安全风险的影响，如张文胜发现食品企业的

品牌和规模、各类媒介传递的食品安全信息、消费

者的食品安全知识与担忧程度以及对可追溯制度

的了解和政府信任程度都显著影响消费者的食品

安全风险感知[9]。 
综上，就研究对象而言，现有对于食品安全风

险感知影响因素的研究对象多是单一区域的居民，

尤其是城市居民，因此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误

差。鉴于中国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格局，若不

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纳入一个统一的研究中进

行考察就难以反映这一问题的全貌。就研究视角而

言，国内大多数文献对于影响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因

素的研究综合了心理测量、文化理论和社会理论三

个视角，未能就某一因素进行深入的研究，从文化

理论视角和社会理论视角展开的研究欠缺。风险感

知的文化理论视角强调信任对个体风险感知的重

要性，特别是当人们缺乏对风险的认识或控制时，

信任才是重要的[10]；而社会理论则强调社会因素

如互联网等媒体对个体风险感知的影响。已有研究

发现，互联网已经成为居民获取食品安全信息的主

要渠道[11]，其使用频率越高，居民感知的食品安

全风险就越高[12,13]。然而，风险并不是一个离散的

实体，对其进行研究需要将各种不同的影响因素联

系起来，但在已有研究中，无论是信任还是互联网

使用等因素大都被当作孤立的个体，他们之间的联

系与影响未被考虑。此外，已有研究大多未能深入

研究互联网使用影响居民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具

体机制。 
鉴于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利用全国层面的中

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年的数据，并将
互联网使用和信任作为相关联的因素纳入对影响

居民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研究中，以信任作为中介

变量探究互联网使用影响居民食品安全风险感知

的具体机制，深入研究互联网使用对消费者食品安

全风险感知的影响，以协助政府部门和食品行业制

定风险管理战略，为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食品安全

治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互联网使用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影响 
风险认知理论认为，在高风险环境下，居民在

不断同社会进行接触的过程中会形成一定的风险

认知[5]。作为居民同社会接触的重要媒介，互联网

的使用虽然能够为居民提供大量信息，但这些信息

繁杂、混乱且良莠不齐，致使部分居民对互联网信

息的可信性存疑，而作为一种媒介，互联网的可信

度显著影响居民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14]。对媒介的

信任程度体现的是居民媒介素养程度的高低，然而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居民的媒介素养处于

较弱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居民可能对互联

网信息具有较高的信任水平，而这种对互联网信息

的信任可能会造成居民对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程度

过高[15]。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a：居民的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所感知
的食品安全风险就越高。 
媒介知识是媒介素养概念的核心内涵，居民的

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往往就可能具

有更高的媒介知识水平[16]。考虑到城市居民的受教

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远高于农村居民，因此城乡差

异可能对互联网使用对居民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影

响具有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具有更高媒介知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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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养的城市居民并不会盲信互联网信息，因此

城市居民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比农村居民更难受到

互联网信息的影响。据此，本文将样本分为城市和

农村两个组别进行分组研究，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b：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对食品安全风险

感知的影响比城市居民更显著。 

2．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 

居民对互联网的使用不仅仅是一个同社会接触

的过程，更是一种客观的行为活动；而居民的信任

是一种主观的判断，客观因素往往通过主观因素起

作用。因此，本文将居民的信任作为互联网使用影

响居民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中介变量，来探究互联

网使用影响居民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具体机制。借鉴

已有研究关于互联网使用对公共事务的影响[17,18]，本

文选择将信任划分为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政治信

任主要指民众对政府、政治体系及政治机构如政党、

军队、警察等的认同和支持[19]；而社会信任指的是

民众对其他民众和社会机构的信任[20]。 

已有研究发现，居民对互联网的使用会影响其政

治信任，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居民的政治信任就会

越低[20]，从城乡差异来看，城市居民往往具有更高的

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因此能够更好地判断和分辨网

络中的虚假信息和谣言，不会轻易受其误导[21]，因而

互联网的使用对其政治信任的影响较弱[20]。此外，对

政府的信任可以降低居民感知的食品安全风险[22]，

这主要是由于食品安全认证都是政府部门实施的，

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可以提高对具有安全认证标签

食品的评价，从而降低感知的食品安全风险[23]。因

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a：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均会对其食品安

全风险感知产生负向影响。 

假设 2b：农村居民的互联网使用对政治信任的

负向影响比城市居民更显著。 
就社会信任而言，互联网的使用可能通过促进

线下社交、提高人际关系满意度的方式提升社会信

任，也可能给居民的社会公平认知带来负面影响从

而降低社会信任水平，对于高教育水平、高收入的

群体而言，他们往往具有较高的信息甄别能力，不

仅能够辨别信息的真伪，而且能够对带有偏向性的

负面信息做出理性判断，因此相较于农村居民，城

市居民的互联网使用对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小，

从而能够显著提高其社会信任水平[21]。然而，由于

来自社会的信息被认为是一种低参与度和高信誉来

源的信息，更容易获得居民的信任[22]，因此居民群

体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极易通过社会信任进行传

递，从而导致居民较高的社会信任可能带来更大的

食品安全风险认知[22]。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a：城乡居民的社会信任与食品安全风险
感知之间均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假设 3b：城市居民的互联网使用对社会信任的
正向影响比农村居民更显著。 

食品安全风险感知

政治信任

互联网使用

社会信任

H1

H2

H3

H2

H3

 
图 1 互联网使用对居民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 
注：H1表示直接效应，H2、H3表示中介效应  

三、研究设计 

1．实证模型 
根据研究假设，互联网的使用可能以政治信任

和社会信任为中介要素影响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因

此，在利用有序 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的基础上，根
据 Baron等的方法构建如下中介效应关系模型[24]： 

Fi=α0+α1Ii+∑
2

k

kik Xa +ε1i                         （1） 

Mi=β0+β1Ii+∑
k

kik Xβ
2

+ε2i                        （2） 

Fi=γ0+γ1Ii+γ2Mi+∑
k

kik Xγ
2

+ε3i                   （3） 

式中：Fi表示第 i个受访者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
水平；Ii 表示第 i 个受访者的互联网使用频率；Mi

表示第 i个受访者的中介要素，包括政治信任程度和
社会信任程度；Xki表示第 i 个受访者第 k 个可能影
响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和中介要素的控制变量；ε1i、ε2i

和 ε3i分别表示相应方程的随机误差项。式（1）可估
计互联网使用频率影响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总效应

α1；式（2）可估计互联网使用频率对中介要素的配
置效应 β1；式（3）可估计互联网使用频率对食品安
全风险感知的直接效应 γ1和中介效应 β1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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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考察的中介要素包括政治信任和社会

信任，因此属于多重中介模型，而多重中介模型的

总体中介效应显著性并不是个别中介效应分析的

必要条件。Sobel 检验方法是中介效应的常见检验
方式，该检验需要假设 α1、β1、γ1和 β1γ2均服从正

态分布，但上述条件一般情况下很难被满足，由此

可能会导致 Sobel检验犯“弃真”错误的概率增加，
因此参考相关研究选择自举法检验中介效应[25]。当

自举法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 值时，表明中介效应显
著不等于 0。 

2．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在 2017 年进行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SS2017），该数据包括来自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共 10 143 个样本，在剔
除主要变量数据缺失及异常、回答为“不清楚”或

“不知道”的样本后，共获得 3 899个样本，分布
在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上海市以外的其他 29 个
省（市、自治区）。 

3．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是“食品安全
风险感知”，该变量的具体数据来源于 CSS2017 中
受访者对当前社会食品安全程度的评价，受访者的

回答有“很安全、比较安全、不太安全、很不安全、

不好说”5 个选项。在剔除了回答“不好说”的样
本后，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食品安全风险感知”

为一组取值为 1～4的离散型有序变量，取值越大，
表明受访者所感知的食品安全风险越高。 
（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受访者的“互联
网使用频率”。在 CSS2017 问卷中，对受访者互联
网使用频率的调查是通过对其 9类上网活动频率的
调查完成的。考虑到互联网使用可能对居民食品安

全风险感知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在网上获取大量信

息来起作用的，因此选取受访者浏览政治新闻和娱

乐新闻的频率、查找资料和聊天交友的频率、参与

或转发话题的频率、听音乐/看视频/读小说的频率
共 6项活动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受访者“互联网使用
频率”的测度指标。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统计结果 

变量 变量说明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农村居民 
均值 
城市居民 
均值 

被解释变量 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水平 1=很安全；2=比较安全；3=不太安
全；4=很不安全 

1.0000 4.0000 2.3800 0.8300 2.2400 2.4500 

解释变量 互联网使用频率 取值越大，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 1.0000 6.0000 2.7200 1.8000 2.4800 3.2600 

中介变量 政治信任 根据因子分析方法计算得分 -8.5200 4.3300 0.0000 2.4000 0.0800 -0.1700 

社会信任 根据因子分析方法计算得分 -8.0000 4.1700 0.0000 1.8000 0.0300 -0.0600 

控制变量 年龄 周岁 19.0000 72.0000 44.3500 13.9800 44.0800 44.9500 

性别 1=男；2=女 1.0000 2.0000 1.5100 0.5000 1.5000 1.5200 

民族 0=少数民族；1=汉族 0 1.0000 0.9200 0.2800 0.9100 0.9300 

教育水平 1=未上学；2=小学；3=初中；4=高
中；5=中专；6=职高技校；7=大学
专科；8=大学本科；9=研究生及以
上 

1.0000 9.0000 4.0300 2.1600 3.4000 5.4000 

婚姻状况 0=未婚；1=已婚 0 1.0000 0.8400 0.3700 0.8400 0.8400 

收入（万元） 2016年受访者个人总收入 0 150.0000 2.8344 4.3542 2.3001 3.9881 

党派 0=无党派人士；1=有党派人士 0 1.0000 0.2400 0.4300 0.1900 0.3400 

宗教 0=无宗教信仰；1=有宗教信仰 0 1.0000 0.1300 0.3300 0.1400 0.1000 

样本数 - 3 899 3 899 3 899 3 899 2 666 1 233 
 
（3）中介变量。中介变量为“政治信任”和
“社会信任”，这两个变量的取值主要采用主成分

分析法对受访者对人员和机构的信任程度进行分

析得出。首先参照刘米娜等对政治信任的多层次测

度方法[26]，选取 CSS2017问卷中 12个与政府单位、
事业单位及其人员的问题对政治信任进行测度。这

些问题的答案选项包括“完全不信任、不太信任、

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赋值为 1～4。采用主成分
分析法对 12 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后的结果显示
KMO 统计量数值为 0.903, Bartlett’s 检验值为 28 
825.007，可以进行因子分析，因此提取出“政治信
任”变量。其次，参照王珏的观点[27]，现代社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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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应既包含熟人信任也包含陌生人信任，因此测度

社会信任使用问卷中相关的 8个问题来进行，并利
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分析后可得 KMO 统计量
数值为 0.775, Bartlett’s检验值为 7 530.160, 数据适
合进行因子分析，由此提取出“社会信任”变量。 
（4）控制变量。本文主要对受访者的个体特
征进行控制，主要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民族、

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收入、党派及宗教信仰等

个体特征变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1．互联网使用频率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影响 
依据假设 1a 和 1b，本文分别将城乡居民、农
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作为分析对象，得到如表 2 所示
的模型 1至模型 5。模型 1仅考虑主要解释变量互 

 

联网使用频率对居民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估计结

果，模型 2和模型 3是在模型 1的基础上逐步加入

居民的自然人口特征（年龄和性别）和社会人口特

征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从模型 1到模型 3尽管
互联网使用频率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发生变化，但其

符号未发生变化且仍然显著，说明居民的互联网使

用频率与其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且稳健性较好，这与Mou、冯强等的研究结论相一
致[13,14]。模型 3 显示，在 5%显著水平上互联网使
用频率的上升会提高居民感知的食品安全风险，进

一步支持了假设 1a。模型 4和模型 5分别展示了农
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其食品安

全风险感知的影响，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的互联网使

用频率在 10%的显著水平上与其食品安全风险感
知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农村居民的互联网使用频率

越高，其所感知到的食品安全风险也就越高。互联

网使用虽然也对城市居民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存在

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因此假设 1b 也得到了实
证结果的支持。 

表 2 互联网使用与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有序 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及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城乡居民 城乡居民 城乡居民 农村居民 城市居民 城乡居民 
OProbit OProbit OProbit OProbit OProbit OLS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互联网使用频率 0.077 2*** 0.052 3*** 0.031 3** 0.030 0* 0.011 0 0.024 0** 
 (0.009 6) (0.011 8) (0.013 2) (0.016 2) (0.023 1) (0.010 0) 
年龄 - -0.005 4*** -0.008 1*** -0.013 1*** -0.002 2 -0.006 2*** 

 - (0.001 5) (0.001 8) (0.002 2) (0.003 4) (0.001 3) 
性别 - 0.1480*** 0.1520 *** 0.150*** 0.077 7 0.1160*** 

 - (0.034 6) (0.036 1) (0.044 0) (0.064 4) (0.027 4) 
受教育程度 - - 0.032 8*** 0.026 0 -0.006 6 0.025 2*** 

 - - (0.011 0) (0.015 9) (0.019 7) (0.008 4) 
年收入 - - 0.0130*** 0.0083 0.0143* 0.0088*** 

 - - (4.73e-07) (5.55e-07) (8.12e-07) (3.25e-07) 
婚姻状况 - - 0.2060*** 0.2340*** 0.078 1 0.1600*** 

 - - (0.061 4) (0.074 7) (0.1120) (0.046 8) 
民族 - - 0.1070* 0.1140 0.051 8 0.081 0* 

 - - (0.063 4) (0.074 7) (0.1230) (0.048 4) 
宗教信仰 - - 0.084 0 0.070 1 0.1050 0.065 3 

 - - (0.053 4) (0.062 7) (0.1050) (0.040 7) 
党派 - - -0.066 3 -0.094 8 -0.077 6 -0.049 4 

 - - (0.048 0) (0.063 6) (0.074 7) (0.036 6) 
常数项 - - - - - 2.6820*** 

 - - - - - (0.098 4) 
Pseudo R2 0.006 8 0.010 3 0.014 8 0.020 0 0.003 3 - 

R平方 - - - - - 0.0490 
观测值 3 899 3 899 3 899 2 666 1 233 3 899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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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模型估计中，可能存在内生性的问题，

一是难以观测和衡量的变量（如居民的世界观、心

理状态等）可能被遗漏，这些变量可能同时影响居

民的互联网使用频率和其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

从而带来内生性问题。二是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是居

民的主观判断，不同的居民对食品安全的判断可能

存在差异，这可能导致测量误差问题。已有文献在

解决内生性问题时，大多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进行估计，即使在利用有序 Probit模型进
行经验分析的情况下，仍先通过 2SLS 方法来讨论
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例如华红娟等的研究[28]。基于

此，本文首先采用 2SLS 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解
释变量的内生性进行检验。借鉴祝仲坤等的研究，

本文选取受访者家庭的人均通讯支出作为互联网

使用频率的工具变量[29]。在进行 2SLS估计时，本
文使用多种统计方法来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对

工具变量是否可识别的检验结果显示，Kleibergen- 
Paap rk LM统计量的 P值为 0.0000，强烈拒绝了不
可识别的原假设。对工具变量是否为弱工具变量的

检验结果显示，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的
值为 15.570，大于 10；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
的值为 18.253，大于 Stock-Yogo检验 10%的显著性
水平（10% maximal IV size：16.38）；两种检验方法
都说明了本文所选择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

量问题，因此，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在

检验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后，本文通过 Durbin- 
Wu-Hausman 检验对解释变量的内生性进行检验，
结果得到 Durbin-Wu-Hausman 检验统计量的值为

1.811 42，在 15%的显著性水平上无法拒绝互联网使
用频率变量是外生的原假设，即互联网使用频率变

量在本文的经济计量分析中不存在明显的内生性，

这说明模型 3的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为保证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和科学性，本文

再运用 OLS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虽然本文的因变
量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是典型的离散型排序数据，若

用普通的 OLS 模型进行回归可能会影响估计的准
确性。然而，相关研究已经指出，只要模型设定正

确，OLS模型和有序 probit模型并无优劣之分[30]。

因此，本文采用 OLS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最终的
结果如表 2中的模型 6所示。模型 6的估计结果可
以看出，互联网使用频率仍然在 5%的显著水平上
正向影响居民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且控制变量估

计结果的符号方向与显著性均与模型 3一致，说明
模型 3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2．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 
表 3和表 4的回归结果展示了基于政治信任和
社会信任中介效应的城乡居民互联网使用对食品

安全风险感知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是农村居民

还是城市居民，政治信任对其食品安全风险感知都

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22]。

因此，假设 2a得到了验证。根据表 3和表 4，从政
治信任来看，互联网使用频率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农

村居民的政治信任，这与苏振华等人的研究结论一

致[22]。而城市居民的互联网使用对其政治信任没有

显著影响。由此，假设 2b 也得到了验证。此外，
由表 3可以看出，在方程中加入政治信任变量后， 

表 3 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对中介要素和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估计结果 

变量 

总效应  
互联网使用频率对 
中介要素的影响 

 
引入中介要素后互联网使用频率 
影响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 

食品安全风险感知  政治信任 社会信任  食品安全风险感知  食品安全 
风险感知 Ordered Probit  OLS OLS  Ordered Probit  

互联网 
使用频率 

0.0300* 
(0.0162)  -0.096 9*** 

(0.036 5) 
0.0109 

(0.0275)  0.022 8 
(0.016 4)  - 

政治信任 -  - -  -0.099 4*** 
(0.011 5)  0.009 6*** 

(0.003 6) 

社会信任 -  - -  -0.078 7*** 
(0.015 2)  -0.000 9 

(0.003 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LR 132.2800***  - -  396.7200***  - 

Pseudo R2 0.0200  - -  0.060 0  - 

F值 -  20.5600*** 11.5900***  -  - 

调整后 R2 -  0.0620 0.0345  -  -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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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城市居民互联网使用对中介要素和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估计结果 

变量 

总效应  
互联网使用频率对 
中介要素的影响 

 
引入中介要素后互联网使用频率影响食

品安全风险感知的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 

食品安全风险感知  政治信任 社会信任  食品安全风险感知  食品安全 
风险感知 Oprobit  OLS OLS  Oprobit  

互联网 
使用频率 

0.0110 
(0.0231)  0.009 7 

(0.049 5) 
0.030 5 

(0.035 4)  0.012 8 
(0.023 3)  - 

政治信任 -  - -  -0.136 5*** 
(0.019 0)  -0.0013 

(0.0044) 

社会信任 -  - -  0.007 1 
(0.026 1)  0.0002 

(0.003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LR 9.3500  - -  102.6200***  - 

Pseudo R2 0.0033  - -  0.0362  - 

F值 -  5.5500*** 3.0500***  -  - 

调整后 R2 -  0.032 2 0.014 8  -  -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频率的系数估计值就不再显

著，表明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政治信任在互联网使

用对其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影响中存在完全中介

作用。利用自举法进行的检验进一步证明了政治信

任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从社会信任来看，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对其食

品安全风险感知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与假设 3a 及
已有研究结论相异[22]，其原因可能是本文的“社会

信任”中还包含了对陌生人的信任，而对陌生人的

信任越高，就意味着居民认为食品生产者生产不安

全食品的概率越小，因而食品安全风险就越小。而

城市居民的社会信任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虽然具

有正向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显著。根据表 3和
表 4，城乡居民的互联网使用均未对其社会信任产
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与假设 3b 所不同，可能
是由于本文所研究的“社会信任”包含了受访者在

现实中对熟人的信任，而这种对现实社会熟人的信

任一般不会受虚拟的互联网所影响。 
综上所述，相较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村居民的

互联网使用显著降低了其政治信任，政治信任的降

低最终带来了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程度的提高。而城

市居民的互联网使用则既不显著影响其政治信任，

也不显著影响其社会信任，因而最终互联网使用对

其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没有显著影响。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着眼于互联网普及背景下的食品安全治

理问题，从信任的角度对互联网使用影响城乡居民

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发现： 
对于农村居民来说，互联网使用频率显著提高

了其感知的食品安全风险水平，这种影响主要是通

过政治信任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由于农村居民的

互联网使用并不显著影响其社会信任，因此社会信

任并不中介作用于互联网使用对食品安全风险感

知的影响。然而，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均显著负向

影响农村居民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 
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的互联网使用频率

对其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没有显著影响，这是由于城

市居民的互联网使用并不显著影响其政治信任和

社会信任，因而无法像农村居民一样通过政治信任

发挥中介作用。此外，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政治

信任均显著负向影响其食品安全风险感知。但是，

与农村居民社会信任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显著

负向影响不同的是，城市居民的影响系数是正向

的，但是这种正向影响并不显著。 
基于以上发现，本文针对居民主观感知的食品

安全风险管理提出三点政策启示： 
一是应努力提高居民的媒介素养，尤其需要重

点加强对农村居民的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农村居民

对互联网信息的判断能力。这就需要政府一方面加

大对农村的基础教育投入，在基础教育中加入媒介

素养教育的内容；另一方面，要加大在农村的食品

安全宣传工作力度，引导农民不信谣、不传谣。对

于社会部门而言，需要将农村作为工作的重点，加

大在农村的食品安全以及食品卫生知识的宣传科

普力度，增加农民的食品安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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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从源头上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的管理，防止

不实信息对政府形象的损害和对民众恐慌的加剧。

在自媒体呈现出井喷式发展的当下，人人都能成为

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有关

部门、互联网企业和社会有必要进行跨界合作，对

互联网中泛滥的虚假食品信息进行共治，争取从源

头上消灭谣言，及时辟谣并防止谣言的进一步传播。 
三是提高居民的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对于政

府而言，在提升对食品安全事件的预防和应对能力

的同时，要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食品安全治理体

系。在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应通过多种媒介渠道

及时通报对食品安全事件的调查及处理情况，让居

民感受到政府在治理食品安全问题上的切实行动，

减轻居民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忧虑。要提高居民的社

会信任，一方面要大力弘扬诚实守信等发展市场经

济所要求的良好道德品质，尤其是要倡导食品生产

者诚信经营；另一方面包括媒体、专家等在内的社

会部门，应及时向居民传递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真

实有效的信息，增进居民的食品安全知识以避免居

民盲信、盲从。 
由于本文所使用的是二手数据，更为详细的样

本数据的缺乏可能导致研究存在不足，如本文所隐

含的对城乡居民互联网使用行为的同质性假设，忽

略了城乡居民互联网使用行为的差异，进而导致所

研究的城乡居民互联网使用对其食品风险感知的影

响仍有模糊之处，有待于未来更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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